
史学家漆侠提出我国古代生

产力发展的 “两个马鞍形 ”模

式 ， 其中秦汉是第一个高峰 ，

宋代是一个更高的高峰 ，其迅

猛发展将 “宋代中国推进到当

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

列 ”。 元代进入急遽下降区间，

直到明代中叶才恢复到宋代水

平，但已呈迟缓、停滞之势。

中国经济思想在宋代出

现了一个反传统的潮流 ，尤其

是士大夫阶层中一些有识之

士对汉以后的重农抑商政策

提出了诸多异议 。 例如 ，范仲

淹曾在 《四民诗 》 中反问道 ：

“吾商则何罪 ，君子耻为邻 。 ”

欧阳修则指出 ， “夺商贾之谋

益深 ， 则为国之利益损 ”（《通

进司上书》）。 浙东永嘉学派叶

适在 《习学记言序目 》中亦曾

言 ：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

化兴，抑末厚本 ，非正论也 。 ”

春秋以前是 “通商惠工 ”，汉代

改行 “困辱商人之策 ”，目的是

让统治者 “取天下百货而自居

之 ”，以 “夺之以利 ”。 此为聚

敛 ，而非理财 ，真正的理财是

“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

因此 ，叶适主张 “开阖 、敛散 、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 ，而富人

大贾分而有之 ”。 这不啻是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的历史先声。

尽管宋代对西汉所形成

和沿袭下来的禁榷制度又有

所强化 、 扩大化和细密化 ，但

是在政府惠商 、恤商政策的支

持下 ，商品经济 、商品市场还

是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这使

得宋代的金融体系与信用体

系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 。政

府层面形成了由榷货务 、市易

务 、检校务 、抵当所 、抵当库 、

便钱务 、交子务等七大各司其

职的金融机构 。 其中 ，交子务

负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的印刷与流通工作 ，后于

宋徽宗大观元年 （公元 1107

年 ）改为钱引务 。 交子作为一

种信用票据 ，最早流行于铜料

不足 、铁钱流行的北宋四川地

区 ，比欧洲纸币诞生早 600 余

年 。 铁钱的铸造 ，一是耗费铁

这种当时的重要生产资料 ，二

是重量过大不便于市场交易 。

交子的出现形成了 “无远近行

用 ，动及百万贯 ”的局面 。

交子及其背后系列金融

制度创新的产生 ，是诱致性制

度变迁的典型例子 。 起初 ，交

子只是由四川一些小商家为

便利市场交易而私下零散发

行 ，没有统一制式 ，但盖有商

号印记及隐密题号 。 后益州

（即四川 ） 知州张咏指定十六

户富商大贾联合办理发行与

兑付 。 据李攸 《宋朝事实 》记

载 ：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

保作交子 ，每年与官中出夏秋

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 、丁

夫物料 。 诸豪以时聚首 ，同用

一色纸印造 。 印文用屋木人

物，铺户押字 ，各自隐密题号 ，

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由于十

六户富商陆续出现产业衰败 、

无法偿付的情况 ，宋真宗大中

祥符末年 （公元 1016 年 ），益

州奏请朝廷设置交子务 ，将交

子收归官营。 直至宋仁宗天圣

元年 （公元 1023 年 ），朝廷才

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

宋代对于纸币的需求 ，与

城市和镇集商品经济的普遍

性繁荣发展也有着密切关联 。

过去行商一直是商业活动的

主体 ，自宋开始城镇坐贾发挥

熟悉当地市场社会 、对市场信

息反馈迅速的优势而发展壮

大 。 北宋都城汴梁 ，以坊市合

一的城市布局将工商业经营

遍布全城 ，出现 “京城资产百

万者至多 ，十万而上 ，比比皆

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的繁

荣景象 。 南宋都城临安 “处处

各有茶坊 、酒肆 、面店 、果子 、

彩帛、绒线、香烛 、油酱 、食米 、

下饭鱼肉比腊等铺 ”，“自大街

及诸坊巷 ，大小铺席 ，连门俱

是”（《梦粱录》）。此外，宋代商

人还打破了秦汉后 “千里不贩

籴 ”的经营思想 ，利用漕运体

系发展和国家赋税政策变化 ，

对粮食 、茶叶等民生日常用品

进行大宗长途贩运 ，极大地扩

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 ，使得市

场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

经济金融的繁荣 ，背后则

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曾言 ：“火药 、指南

针、 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

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这

三大发明均是出自宋代。 尤其

是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

促进了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发

展，为科技和人文知识的记载、

传播、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事

实上， 宋代的技术领先远不止

于此 ，在纺织 、制瓷 、造船 、冶

金、 土木建筑等方面均较此前

有了新的发展进步， 并达到当

时世界领先水平。李约瑟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 中曾提到，“每

当人们在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

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

时， 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

所在。 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

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称

许宋代为中国 “自然科学的黄

金时代”。 尽管在经济思想、金

融制度和技术进步方面均有正

向演进， 然而受中国古代封建

制度的内在结构功能阻碍 ，宋

代也未能形成整体性质的飞

跃， 没有逃脱朝代更迭的历史

命运。

历史的启示 ：完

善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的

市场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取

得了巨大成就 ，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重新激发了人们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 ， 激活了创

新和企业家精神 。 当前 ，我们

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期 。 全面

深化改革 ， 就是要激发市场

蕴藏的活力 ； 而市场的活力

来自于人 ，来自于企业家 ，来

自于企业家精神 。 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又专门发布了 《关于营造企

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

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的意见 》。 这也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首次围绕企业家和

企业家精神专门出台的中央

文件 ， 足见国家对此问题的

重视 。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企

业家精神形成的土壤 ， 也是

发挥企业家作用 、 弘扬企业

家精神的保障 。

第一 ， 合理界定政府与

市场的边界 ，营造依法保护企

业家合法财产权利的法治市

场环境 。

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对政

府公权力的限制 ，给出政府与

市场的合理界区 。中国历史上

企业家精神活跃的时期 ，往往

是政府与民休养生息 、无为而

治的时期 。 相反 ，政府如果事

事干预 、与民争利 ，企业家精

神就会湮灭 ，就会步入经济上

的下坡路 。 由于法治的阙如 、

王权的僭越 ，中国古代就陷入

了朝代更迭的历史循环 ，未能

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 孟子

讲 ， “民为之道也 ， 有恒产者

有恒心 ， 无恒产者无恒心 ”。

如果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利

得不到保障 ，出于财产安全考

虑 ，他们就没有积极性去创新

和创造更多的财富 。 因此 ，政

府要在产权的界定 、保护和制

定基本的博弈规则方面更好

发挥作用 ，除此以外应更多地

交由市场 、交由企业 、交由企

业家去发挥作用 ，真正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

作用 。

第二 ， 贯彻竞争中性 、所

有制中立原则 ，构建有利于激

发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 。

如果没有一个权利平等 、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的公平市

场环境 ， 企业家精神很难激

发 ，即使偶有出现了 ，也很难

持久 。中国古代所缺乏的正是

这样一个环境 ，商周 “工商食

官 ”、秦汉 “盐铁官营 ”、宋后

国有专营强化等等 ，导致工商

业被控制于官府手中 ，民间资

本 、私人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求

生存 、谋发展 ，难以真正实现

公平竞争 。 当前 ，中国正致力

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个

体系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

就是引导各类资源 、要素合理

配置到具有创新和企业家精

神的企业手上 ，各种所有制经

济都应该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 。这是对企业家精神

的最大激励 。

第三 ， 构建新型政商关

系 ，创新政企互动机制 ，形成

激励企业家创业 、 创新的社

会氛围 。

中国古代的政商关系常

常是混淆不清 、紊乱交错的 ，

如费正清在 《美国与中国 》一

书中所言 ， 商人阶级难以冲

破对官场的依赖 ， 而形成一

股独立的创业力量 。 所谓新

型政商关系 ， 一要亲 ， 二要

清 。 一方面 ，要真正以市场需

求 、企业需求为导向落实 “放

管服 ”改革 ，简政放权 、公平

监管 、 精准服务 ， 打造亲市

场 、 亲企业的公共服务型政

府 ， 做到有事帮忙 、 无事不

扰 。 另一方面 ，要保持政府与

市场 、与企业的一臂之距 ，包

括对于国有企业也应该从管

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 对不该

管的要依法放权 、决不越位 ，

着力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

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 ，

杜绝寻租设租空间 。 唯有如

此 ， 才能让企业家真正心无

旁骛地经营企业 、创新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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